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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基于回任管理视角，将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本文构建了职业能力发展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的理论模型，识别了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的中介变量，即知识共享。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260份有效问卷，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有调节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在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不仅能正向调节职业能力发展与知识共享的关系，还能调节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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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a repatriation management perspective to examine how a repatriate’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creative self-efficacy to relate to the repatriate’s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ity.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hypothe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knowledge sharing, and repatriates’ creativity are put forward. 26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ng mediation eff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patriates’ creativity; knowledge sharing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the repatriates’ creativity, and creativity self-efficacy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repatriates’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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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回顾
习近平指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跨国公司回任人员是指由母公司指派出国并完成海外派遣任务回到母公司的员工和管理者，他们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性知识，其创造力是跨国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持续创新、生存和发展的关键[1,2]。
许多学者指出职业能力发展是回任人员关注的重要问题，影响回任人员工作行为和态度，进而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发挥[3,4]。然而，现实问题是一些母公司缺乏对回任人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关注[5]，这种情况导致回任人员的职业能力发展缺乏组织支持，进而使回任人员从跨国公司离职。2012年的全球离职趋势报告（Global Relocation Trends Report）显示，有24%回任人员在一年内离职，有26%的回任人员在二年内离职。回任人员的离职问题导致跨国公司不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国际知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创造力，也使跨国公司用于外派的高额投资付诸东流。如何将回任人员关注的职业能力发展问题与中国跨国公司关注的创新问题结合起来，促进回任人员知识共享，发挥回任人员的创造力，是新时代下中国跨国公司回任管理和创新管理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回任人员职业能力发展对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目前大量文献研究知识共享与创造力的关系。Amabile[6]研究发现大量领域、工作和任务相关的知识是个体创造力的重要来源。Cohen和Levinthal[7]指出知识共享能完善个体知识结构，增强个体创造力，且这种创造力远超于仅凭个体自身知识可以实现的创造。Shin等[8]认为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个体间的知识交流有利于增强创造力。这说明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的知识共享能增强回任人员的创造力。Kamaşak和Bulutlar[9]研究指出员工与组织内其他员工分享工作经验和知识能增强其创造力，并认为知识共享是员工创造力的基础。Zhou和Li[10]认为知识共享能够拓宽知识深度和宽度，促进知识的新组合，从而增进员工的创造力。王娟茹[11]研究得出知识共享对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中介回任支持与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的关系。因此，关于知识共享与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关系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证实。
关于职业能力发展与知识共享、创造力的关系，目前学者缺乏直接的实证研究。但有学者已研究了职业能力发展与员工的组织承诺[12]、离职倾向[13]、组织公民行为[14]和工作绩效[15]的关系。上述研究表明了职业能力发展能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许多学者也指出应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职业能力发展对员工其他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例如，Furuya等[3]指出未来研究很必要实证研究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知识共享的相关性。Baer[16]指出学者应关注员工职业能力发展，特别是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发展是否与员工创造力存在相关关系。
职业能力发展与知识共享、创造力的关系主要描述回任人员动机和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受到个体认知差异变量的影响。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有学者指出个体差异变量能够调节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关系。因此，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可以作为职业能力发展影响回任人员知识共享和创造力的边界条件，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然缺乏。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学者证实了知识共享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但很少有学者将职业能力发展、知识共享和创造力放在一个研究框架中，深入剖析回任管理情境下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知识共享、创造力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中国跨国公司回任人员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2研究假设

2.1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
职业能力发展是指母公司特定的职业任务活动对回任人员职业技能、工作经验和职业知识的促进程度[12]。创造力是指回任人员提出与产品、服务、流程相关的新颖且有价值想法或观点[6]。职业知识、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是回任人员理解复杂的工作任务、产生新颖想法并解决复杂问题的前提[1,17]。职业能力发展通过增强回任人员的批判性思维来创造性解决复杂问题，从而增强回任人员创造力。Chen等[18]指出，具有不同技能和跨学科知识的员工能产生发散思维，这种发散思维对员工的创造力至关重要。Yang等[19]研究发现掌握更多职业知识和技能的银行出纳员具有更好的创造性思维，并在服务领域能识别更多新的机会。另外，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职业能力发展是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积极创造的主要动机。在母公司内部得到快速职业能力发展的回任人员，回报组织的倾向非常强烈。也就是说，职业能力发展的速度越快，回任人员对母公司的信任、满意度和忠诚度越高，在母公司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越高[20]。这是因为高职业能力发展表明了回任人员受到了母公司的关怀与重视，知识、技能在母公司得到了恰当的发挥，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得到了相应的满足。为了回报组织，回任人员会增加在母公司内部的创造性活动的投入，通过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想法来实现组织目标[21]。相反，低职业能力发展降低了回任人员冒险欲望，增加了回任人员应对挑战的压力和恐惧感，导致回任人员创造力低下。因此，职业能力发展正面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2.2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有积极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是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员工的职业能力发展强化了员工对组织的回报倾向[12]，也增强了员工与组织以及其他员工之间知识共享的意愿和能力[22]。Johnston等[23]认为职业能力发展能够激发员工积极的知识共享行为和态度。职业能力发展不仅有利于回任人员国际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而且能够增强回任人员知识共享的动机，促进知识共享的成功。而知识共享不仅能使回任人员充分了解母公司的业务领域、工作和任务相关的知识，也能让回任人员获取和吸收母公司内部其他成员的知识，增加回任人员的知识种类和经验的多样性，弥补自身知识的空缺。不同种类知识和多样性经验的交叉重组能使回任人员突破现有思维局限和“能力陷阱”，有利于创造性想法的产生。这是因为新颖的有价值的想法是不同领域不同知识重组和融合的结果。此外，知识共享还能促进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合作交流，并加深回任人员对自身知识的理解和利用，让回任人员获得更多的相关性的和有价值的知识，促进创造性想法的产生。由于职业能力发展能提高回任人员知识共享意愿和能力，增加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成功的知识共享。而成功的知识共享又有利于回任人员获取、产生更多新颖的且有价值的想法，提升回任人员创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共享在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3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有信心创造性完成母公司工作任务的一种认知评价。创造力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且有风险的活动。回任人员需要有强大的内在支持力量来应付创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种内在支持力量主要表现为以回任人员基本知识、技术和能力为基础的创造力自我效能感[37]。本文认为回任人员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以及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知识共享的关系可能受到个体差异变量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原因如下：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职业能力发展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对自身能力评价与判断。职业能力发展好且具有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愿意与他人分享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且能开放地接受他人的反馈意见，这是因为高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对外部知识的开放程度高[32]。另外，职业能力发展好且具有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还能成功应对创造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自信心和风险承受力，以及灵活的认知力，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造性解决问题[28]。例如，Anderson等[29]研究得出创造力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能积极应对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挫折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创造力明显高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低的员工。此外，具有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员工更有可能感知发挥其创造性潜力的机会[30]。虽然这种关系可能会受到个人-工作不匹配[24]，但这种关系仍然可能是强烈的、积极的。相反，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不仅缺乏完成母公司给安排的工作任务的激情和活力，还缺乏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勇气和信心，从而导致较少的知识共享和创造力。因此，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更倾向于知识共享和创造力。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知识共享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回任人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越高，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越强烈。
H4：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回任人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越高，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正向影响越强烈。
将假设3与假设4结合，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假设，即假设5：
H5：职业能力发展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交互效应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
因此，本文构建的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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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测量各变量的题项借鉴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做适当改进以作为实证分析的工具。1）职业能力发展量表（4个题项）借鉴翁清雄和席酉民[12]设计的题项，分别通过“当前的工作有利于实现我的职业目标”、“当前的工作与我的职业能力发展和开发密切相关”、“我相信当前的工作有利于我的职业能力发展”等题项来测度；2）创造力量表借鉴Janssen[31]的量表（3个题项）设计而成，采用“我能产生解决难题的新颖想法”、“我搜寻新的工作方式、技术和工具”、“我能产生解决问题的原始办法”等题项来测量。3）创造力自我效能感量表在Tierney和Farmer[24]的研究量表（6个题项）上进行修改与设计，采用“相比母公司内部成员，我能创造性地完成大部分的任务”、“当我面临复杂的任务时，我相信我能用创造性的方法来完成”、“我相信我善于产生新颖的和创造性的想法”等题项来测量。4）知识共享量表主要测量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共享海外知识和经验的程度，借鉴Van Den Hooff和De Ridder[32]设计的研究量表（5个题项），采用“我能从母公司内部成员身上获取我所需要的知识”、“我能有效地吸收母公司内部成员转移给我的知识”等题项来测量。5）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回任年限和外派年限。用虚拟变量表示性别，例如0表示女，1表示男；采用自然对数来表示年龄。为了保证变量英文题项的中文翻译的准确性，邀请外语系和组织行为学等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对相关题项进行了英汉多次互译，最终确定每个题项的中文表述。
3.2 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跨国公司回任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法，样本来自于3种途径：实地调研具有代表性的16家跨国公司（如华为、中兴和大众）；委托MBA学员、同学、亲戚朋友填写、发放并收集问卷；利用知乎、QQ群和微信朋友圈等互联网平台发放并收集问卷。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对问卷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确保调研对象是外派年限在半年以上的跨国公司回任人员，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对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知识和经验。最终的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基本情况和测量量表。基本情况是为了了解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回任年限和外派年限等基本信息，涉及题项10个；测量量表是问卷调查的主体内容，是有关所有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共27个题项。测量量表题项采用Likert-5级量表法来设计，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表示一般、“4”表示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从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向西安、南京、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五地的跨国公司回任人员发放问卷550份，回收297份，剔除已回收问卷中填答逻辑有误、遗漏较多的问卷，共获得260份有效问卷，回收问卷有效率达47.3%。受访者多为男性，占56.9%，年龄大多在39岁以下，占91.5%，回任年限大多在2年以上，占33.8%，外派年限大多在2.5年以上，占30.8%。由此可知，受访者多为中青年员工，且外派经验丰富，能够有效地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了检验同源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问卷的测量量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一个共同因子，且最大因子解释仅能解释30.253%的变异量，远小于总变异，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同源误差问题并不严重。
4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9.0、AMOS17.0和R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本文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然后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采用温忠麟的检验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方法检验职业能力发展、知识共享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交互效应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以及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4.1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来检验各研究变量的区分效度。运用AMOS17.0软件对职业能力发展、知识共享、创造力、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等四个潜变量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将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与其他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出，四因子模型各拟合指标值均达到了标准值，且明显优于其他模型，说明这四个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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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SEA
	GFI
	IFI
	CFI

	零模型
	1852.03
	78
	23.74
	0.25
	0.00
	0.00
	0.00

	四因子模型
	102.36
	59
	1.73
	0.03
	0.95
	0.97
	0.97

	三因子模型
	313.73
	62
	5.06
	0.14
	0.88
	0.86
	0.86

	二因子模型
	547.08
	64
	8.55
	0.16
	0.78
	0.69
	0.69

	单因子模型
	627.79
	65
	9.66
	0.19
	0.66
	0.59
	0.59


注：在零模型中，所有测量项目之间没有关系；四因子模型：职业能力发展、知识共享、创造力、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三因子模型：将知识共享和创造力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二因子模型：将知识共享、创造力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单因子模型：将职业能力发展、知识共享、创造力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4.2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总结了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其中，回任人员职业能力发展与知识共享显著正相关（r =0.45，p<0.01），与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 =0.48，p<0.01）；知识共享与回任人员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 =0.45，p<0.01）。
表2 研究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关系（N=260）
	变量
	Person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00
	
	
	
	
	
	
	

	2.年龄
	-0.17
	1.00
	
	
	
	
	
	

	3.回任年限
	-0.14
	0.16
	1.00
	
	
	
	
	

	4.外派年限
	-0.04
	0.09
	0.19
	1.00
	
	
	
	

	5.职业能力发展
	-0.15
	-0.03
	0.06
	0.02*
	1.00
	
	
	

	6.知识共享
	0.06
	0.06
	0.16*
	0.03
	0.45**
	1.00
	
	

	7.创造力自我效能感
	-0.12
	0.02
	0.11*
	0.03*
	0.07
	0.17
	1.00
	

	8.创造力
	0.06
	0.02
	0.24
	0.12*
	0.48**
	0.45**
	0.13
	1.00

	平均值
	0.57
	1.58
	2.59
	3.05
	3.28
	3.70
	4.21
	3.82

	标准差
	0.50
	0.69
	1.04
	1.57
	0.72
	0.69
	0.70
	0.67


注：**P<0.01，*P<0.05。
4.3假设检验

假设1 在进行层级回归分析之前，对职业能力发展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进行中心化处理。在层级回归分析中，首先将回任人员创造力作为因变量，其次，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然后是自变量职业能力发展。层级回归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有显著的影响，且回归系数为正（β=0.16，p<0.05），说明职业能力发展正向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
表3 假设检验结果（N=260）
	变量
	知识共享
	创造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变量
	
	
	
	
	
	
	

	性别
	-0.14
	-0.12
	-0.04
	-0.02
	-0.05
	-0.10
	-0.05

	年龄
	0.03
	0.01
	0.05
	0.04
	0.05
	0.05
	0.10

	回任年限
	0.06
	0.10*
	0.19
	0.21
	0.23
	0.15
	0.23

	外派年限
	0.11
	0.08
	0.21
	0.18
	0.16
	0.13
	0.12

	自变量
	
	
	
	
	
	
	

	职业能力发展
	0.19*
	0.19*
	0.28**
	0.16*
	
	0.13
	0.05

	中介变量
	
	
	
	
	
	
	

	知识共享
	
	
	
	
	0.40**
	0.34**
	

	调节变量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
	
	0.08
	0.06
	
	
	
	0.12

	交互项
	
	
	
	
	
	
	

	职业能力发展×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
	
	
	0.19**
	
	
	
	0.24**

	R2
	0.18
	0.19
	0.20
	0.22
	0.19
	0.25
	0.32

	F值
	7.89**
	8.08**
	10.32**
	9.88**
	9.18**
	10.87**
	18.71**

	△R2
	0.10
	0.08
	0.09
	0.12
	0.08
	0.13
	0.21

	△F
	13.55**
	13.83**
	22.92**
	13.51**
	8.20**
	36.15**
	70.62**


注：**表示P<0.01水平上显著，*表示P<0.05水平上显著
假设2 采用Baron和Kenny[33]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检验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3。由表3模型1可以看出，职业能力发展对知识共享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β=0.19，p<0.05），由表3模型5可以看出，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β=0.16，p<0.05），由表3模型6可以看出，知识共享对回任人员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p<0.01），由表3模型7可以看出，加入知识共享后，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变为不显著，且知识共享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仍然显著，说明知识共享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3 由表3模型3可知，职业能力发展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交互效应对回任人员知识共享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β=0.19，p<0.01）。采用Aiken和West[34]的方法检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交互效应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于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较弱，而随着回任人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这种影响也随之增强。假设3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4 由表3模型8可知，职业能力发展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交互效应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β=0.24，p<0.01）。采用Aiken和West[34]的方法检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交互效应见图3，从图3中可以看出，对于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随着回任人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这种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假设4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5 采用Tofighi和MacKinnon[35]建议的R中介检验法。R软件分析结果显示，职业能力发展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间接作用是显著的。对职业能力发展而言，间接作用95%的置信区间为（-1.12，-0.09），不包括零点。对职业能力发展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而言，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3，0.43），也不包括零点。因此，假设5得到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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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能力发展的交互效应对知识共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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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能力发展的交互效应对创造力的影响


5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本文将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研究了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职业能力发展正面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知识共享在职业能力发展和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知识共享与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关系。这样，本研究提出的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正面影响以及知识共享在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都得到了验证。
5.2研究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首先，验证了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正向影响。以往学者主要研究了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和离职倾向的关系，很少有学者从社会交换的视角研究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本文在Lazarova[4]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职业能力发展能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用实证数据验证了职业能力发展对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影响过程。对比Lazarova[4]提出的员工职业能力发展能增强回任人员工作的热情、活力和潜力的研究假设，本文研究采用实证方法丰富和完善了职业能力发展与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关系。
其次，验证了知识共享是职业能力发展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以往研究考察了职业能力发展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共享与创造力的关系。但目前缺少将这些变量整合在统一的理论模型下加以研究。本文拓展了上述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知识共享是连结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与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结论一致，研究结果表明了职业能力发展与知识共享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知识共享与回任人员创造力的正向关系，从而从新的理论视角揭示了职业能力发展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的内在机理。
最后，厘清了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是职业能力发展影响回任人员创造力的一个边界条件。以往研究主要证实了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对个体创造力的直接影响[25,24]以及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个体创新中的中介作用，但是缺少考察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认为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知识共享、创造力的关系具有个体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与个体差异变量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回任人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知识共享、创造力的关系，即与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相比，具有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回任人员，其职业能力发展对知识共享和创造力的作用更强。这一研究结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职业能力发展作用于回任人员知识共享和创造力的边界。
回任人员创造力是跨国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对跨国公司管理者深入了解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增强回任人员创造力，提升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能力发展不仅能直接影响回任人员的创造力，而且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回任人员的创造力，尤其是对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高的回任人员，这种影响关系更加强烈。因此，为了增强回任人员的创造力，跨国公司管理者可以考虑为回任人员提供合适的职业能力发展机会，促进回任人员在母公司的职业能力发展，也可以考虑健全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增强回任人员与同事知识共享的意愿与能力。除此之外，提高回任人员的创造力自我效能也是跨国公司管理者激发回任人员创造力的一种有效途径。管理者可以提供一个培养回任人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环境，如在母公司内部举办创造力培训活动、创新奖励和内部比赛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回任人员承担风险、面临失败、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勇气、信心和毅力。
5.3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收集的数据属于横截面数据，未收集纵向数据，缺乏因果关系的证据。未来学者可以尝试进行跟踪研究，以揭示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的因果关系。（2）本文聚焦于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未考虑团队和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比如组织创新氛围、团队学习倾向等。这些情境因素有可能对职业能力发展与回任人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引入这些因素，以更深入地理解员工的创造力。（3）在调研过程中，由于受到成本、资源等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所做的问卷调查仅在中国进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对中西方环境下的回任人员职业能力发展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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